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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情结与英雄精神:
论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两个向度

李 小 白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475000)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精神沃土。作为传统理想

人格的象征,“圣贤”与“英雄”撷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深蕴历史发展特色,不断书写着民族精神辉煌。

原初“圣贤”为神权、王权混合产物,表达着上古文化建构时期的国家政治理想,其垂教后世,演变成为一种

民族文化情结。“英雄”作为人格褒词,是汉代大一统文化建构形成之后的思想创新,表达了冲破门阀观念

的时代愿望。圣贤借助法统力量,意重道德层面的感召;英雄具有民间特性,意在危难之时的匡救。圣贤

文化与英雄文化通过不同视野,阐发各自对社会与人生的理想认知,形成了不同的话语体系,二者融通交

互,促进文明理性升华。特别是圣贤文化本初意蕴的回归、英雄文化人民性的凸显,使得理想人格在继承

传统的同时更加注重实践性,进而成为民族精神中引领人心、涵养气概、提升境界、激励奋进的力量。深入

发掘圣贤情结与英雄精神的文化底蕴,分析传统理想人格内涵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助于厘清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传承的历史脉络,也能为当下“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提供文化借鉴的依据

和助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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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圣贤情结、英雄精神与中国传统理想人格象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深入发掘民族精神内涵,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1],为新时代理想人格的塑

造作出积极贡献。人格是“一个人精神修养的集中体现”[2],理想人格则包蕴着人的道德行为和

价值目标。中国传统理想人格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受到主流标榜或大众推崇的人格典范,其形塑

历程经历了长期的文化濡养,在坚守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础上,不断汲取优秀思想精髓,适应时代

发展需要,响应主流文化号召,进而实现文明理性的升华,成为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

(一)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研究现状

截至2023年5月7日,在中国知网以“理想人格”为篇名精确检索,得到1413条结果,其中

期刊论文1158篇,学位论文129篇。总体来看,文献体量虽大,但大部分是对现代理想人格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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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传统理想人格现代意义的探讨,特别是着眼于传统理想人格对当前心理学、影视、艺术、广告等

领域的影响,尤其是对当代大学生人格培养教育的分析,而对传统理想人格本质特征与核心内涵

的考察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以来,开始出现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的研究,且近

三年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有关传统理想人格的探讨历久弥新,在当下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

具有现实意义。

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剖析与定义。

此类研究多从儒、释、道诸家视角,探讨理想人格的衡量标准,指出各家学说中理想人格的内涵。

如邱紫华分述了儒家、道家、禅宗对“圣贤”“真人”人格的塑造,指出儒家理想人格精神是民族精

神的脊梁[3]。朱义禄考察了儒、释、道对理想人格的阐发[4]。李祥俊通过对“内圣外王”观念的历

时分析,探讨儒家理想人格中“自我创造”与“自我认同”两种类型的主体地位与内在关联[5]。二

是对中西方理想人格的比较。此类研究多从文明互鉴视角指出二者存在的不足和优势互补的进

步空间。黄世贤认为中国的理想人格是君子、圣人、贤人、善人,西方的理想人格是上帝、天使、巨

人、超人,中国标榜忠君爱国的仁者,而西方推崇个人至上的英雄[6]。周波指出西方的理想人格

是“基于个体的生命力和自我本性的自我实现,体现为一种事功、审美和艺术创造的实现”,而中

国传统理想人格则以道德品格为最高追求[7]。三是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嬗变过程的梳理。此类

研究多聚焦近代新旧文化交锋背景下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重塑与自新。朱义禄将中国“传统理

想人格”等同于“圣贤”,指出传统人格被赋予“变通随时”“亟亟谋利”“必通西学”的新品性[8]。魏

义霞通过分析梁启超所推崇的理想人格从“君子”到“英雄”再到“仁者”的转变,阐述中国理想人

格的嬗变历程[9]。四是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当代启示。此类研究在结合现实的基础上,提出对

传统理想人格的批判式继承。尚九玉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内涵概括为“仁爱精

神、献身精神、重义轻利精神和自强不息精神”[10]。

上述成果体现了审美心理结构中对于德、善、勇、义等崇高品质的追求,试图揭示中西传统理

想人格的差异及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现代转变,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未能说清:一是并未真正指

出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具体指向,且对如何调和传统理想人格建构与现实社会精神需求之间的

内在冲突,也未能给出明确答案。二是除公认的“圣贤”人格外,英雄人格也“常常被当作理想人

格的代表”[11],甚至影响力一度超越圣贤,当代中国精神更是以“人民英雄”为理想人格[12],但由

于并未真正进入主流话语体系,至少在地位上无法与“圣贤”相比并,故在相关研究中,“英雄”与

“圣贤”未受到同等重视。

(二)圣贤与英雄二者关系的研究现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见贤思齐,崇尚英雄”,将“贤”与“英雄”并举,高度肯定二者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道德建设中的精神引领与典型示范作用。在此之前,虽也有一些对圣贤、英雄关系进行

探讨的文章,然多未改变传统文化对二者尊卑关系的评价。

进入现代以来,曾经有过关于英雄与圣贤相比较的讨论,认为圣贤未有不英雄但英雄未必皆

圣贤。1926年,章士钊发表《圣贤与英雄异同论》,认为二者皆非自天生,在“天命之性”上“固无

所谓异同”[13]。1941年,贺麟发表《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认为“英雄不但指豪杰之士,而且包括

圣贤在内”,提倡更应崇拜英雄[14]。这些讨论,大多受到西方英雄史观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唯心

主义色彩,未能真正揭示圣贤与英雄两种人格的内在本质,这样的讨论,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此后,关于圣贤与英雄的讨论遂告偃旗息鼓。

在现有研究中,关于圣贤、英雄的成果数量众多且自成体系,但鲜有对二者关联的探讨。在

中国知网以“圣贤”“英雄”为主题词交叉检索,筛选后仅有8篇论文,主要聚焦于两个问题: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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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与英雄的互动转化。如赵林指出英雄具有的实践性,将圣贤理想浸透于民众心中,“圣贤理

想逐渐转化为英雄业绩”,人们的模仿对象遂由精神先知变为现世英雄[15]。金荣权认为儒墨两

家通过改造神话人物、塑造政治巨人,推动历史上的神话英雄向人间圣贤进行转变[16]。二是圣

贤、英雄的差异,特别是中西文化中二者的差异比较。沈立文指出西方文化崇尚英雄,中国文化

敬仰圣贤,圣贤、英雄人格的差异体现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也影响到文艺作品中“英雄”形象的

塑造[17]。可以看出,在相关论述中,圣贤、英雄仍存在地位高下之别。朱汉民肯定圣贤、英雄在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代表性地位及在文化发展中的引领性作用,除侧重二者之间存在的

差异外,更指出其文化一体化趋势,然皆未能道尽二者关系[18]。

(三)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研究的创新思路

圣贤与英雄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二者成为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象征,是中国文化选择的

必然结果。二者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经历了文化内涵的深度转化与换位,先后成为传世经典中

不变的主角及人物评价体系中至高的“品格褒词”,寄寓着民族强烈的家国情感和理想认知。然

而,圣贤、英雄如何升格为传统理想人格的代表? 二者之间内在关系如何? 何时达到相同的高

度? 其文化嬗变与精神生成又有怎样的时代动因?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

完满阐释,这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见贤思齐、崇尚英雄”带来了一定的模糊认知和困扰。

本文以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建构与现代性转化为立足点,审视圣贤情结与英雄精神的演变与

融通,在聚焦二者内涵嬗递的基础上,分三部分进行论述:一是梳理圣贤、英雄本义生成及人格建

构的历史脉络,厘清二者文化演变的轨迹;二是探讨圣贤、英雄文化融通过程中的冲突合流,揭示

民族精神独特禀赋形成的深厚历史原因;三是考察圣贤、英雄文化易位的历史动因,探究中国传

统理想人格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实践性与群众性发展路径。

中国传统理想人格“能够为时代新人培育提供思想参照、路径参照和价值参照”[19]。相关研

究既是关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也是关乎民族道德体系构建的根本性问题。相较于前

人研究,从圣贤、英雄文化融通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重塑与现代性转化,不仅能揭示

二者内在关联,而且可对分析传统理想人格的当代价值、探索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与精神底蕴提

供现实性和必要性之论证。

二、精神偶像塑造与现实理性认知:圣贤、英雄文化本义与人格建构

(一)圣贤文化本义与人格建构

“圣贤”一词最早见于《易·鼎》:“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20]圣之本义为通神,

贤之本义为多才。“圣”“贤”合称,是对神、王、贤三者复杂关系的概括,表明这一时期国家治理结

构的一种状态。自兹以降,“圣贤”成为道德伦理的最高标准,沿袭承继,逐渐成为一种集体意识,

进而转化为一种民族文化情结。“贤”的地位因“圣”而升,与“圣”齐名,有时也称“贤圣”,如《汉

书·孝成班婕妤传》:“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21]3983《汉书·丙吉传》:“盖闻褒功德,

继绝统,所以重宗庙,广贤圣之路也。”[21]3150

汉代完成大一统国家建构,“圣贤”地位达于至高,其称谓为官方所垄断。汉代典籍多见称三

代君王、诸侯及伯夷、孔子、傅说等为“古之圣贤”,以“圣王”“圣武”代指武帝,以“圣汉”“圣朝”直

称大汉。武帝之后,以“先圣”“圣祖”“圣嗣”等确指皇室世系人物的书写范式基本固定,除诸儒生

称叔孙通“诚圣人也”[22]2724外,尚未见有其他得称“圣”者。此时,“圣贤”又与其他人格褒词组合,

衍生出“圣”属词、“贤”属词,如“躬圣”“圣哲”“圣绪”“圣德”“圣道”“圣世”“圣君子”等,如“乡贤”

“仁贤”“忠贤”“才贤”“大贤”“贡贤”“贤可”“褒贤”“贤会”“贤才”“贤谟”等。可以看出,以“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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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圣”属词和“贤”属词,实际上是时代文化对“圣贤”理想人格的具体阐释,“圣”属词着重教

化含义,“贤”属词着重社会具体问题,其延展实际上是圣贤治理社会结构模式的进一步具象摹写。

值得注意的是,汉儒延续“圣”之通神本义,对历代帝王乃至教化高士进行神化,新释“玄圣”

“素王”概念,于法统之外另立精神领袖、道德偶像。《吕氏春秋·圜道》:“尧、舜,贤主也,皆以贤

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23]说明“贤”与“圣”可代指同类人,但不同的是其不

具备血统的传承性。这些论述阐明了亲亲、尊尊文化体系中尚“贤”的本质。汉人继承先秦尚

“贤”思想,并在强调“贤”之能力、道德之外,更突出其忠诚属性,同时“贤”又与时代主流文化中的

“孝”结合,生发出“贤孝”一词。如《史记·吕不韦传》:“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

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适而子者。”[22]2507表明“贤”与“孝”是当时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

“贤”独立于血缘之外,是体制观照下的人才,任贤”成为当时文化主流。

由上可知,“圣”与“贤”起于上古,因其神、王、通、能的特质,逐渐为王权所垄断,实现了神格

化与人格化的融合。“圣贤”合称,是国家意识与宗庙文化的新成果,建构起理想的“圣君”“贤臣”

关系典范,由此而生发出忠君、爱国、关切民生的仁爱精神与忧患情怀。“圣贤”通过上述文化建

构迭代,一跃而成为国家治理、文化建设、人才评定的不二标准,并在道统与法统强有力的支持

下,成为至高的“品格褒词”。

(二)英雄文化本义与人格建构

相较于“圣贤”,“英雄”属于后起概念。按察史籍,可知其义大抵有二:一是指“英”属、“雄”属

人物,二是特指有能力平定天下或守成的君王。尽管今人常将“英雄”与“圣贤”概念相混用,但二

者实有本质不同[24]。“英雄”称谓沿用传统以鸟兽草木喻人的方式,有强烈的现实真实性和底层

草莽意蕴。“英雄”借鸟兽草木之名,表达了对在“野”之人的同情;其专注时事,引起了时代文化

的热情回应。“英雄”概念在整体上传递出对尊卑的蔑视和“圣贤”文化制度的反抗,从文化传播

角度看,其产生之初虽未流行,但在东汉中晚期引起了意欲拨乱反正的士人共鸣,随之成为热词,

“英雄”及“英”属、“雄”属词的流行使得文化面貌为之一新。

中国英雄与西方英雄内涵不同。西方英雄是“在战争与惊险中出类拔萃和珍视勇敢、忠诚等

美德的超人”[25],往往具有半神血统。中国英雄没有血统与神灵的内涵,强调的是个人能力,注

重实践效果,这与“贤”的特性有所契合。然相较于贤,英雄更重济世纾困,能于危难之际、动荡之

中,凭一己之力改变时事时局,又突破了“贤”的局限,且在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从思想和文化

层面来说,中国“英雄”概念的形成,对于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圣贤与英雄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生存的文化环境有别,导致二者人格

建构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差异:

一是“时势造英雄”成为英雄产生的特征,也是英雄与圣贤不同的根本所在。传世文献有关

“英雄”的记载,多见于社会动荡之时,即所谓“群欲平定天下,均以英雄自许”[26]。如《汉书·叙

传上》:“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21]4211《世说新语·识鉴》:“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

而理之,非君乎? 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27]453凡纵论天下,必评举英雄,成为时代文化

的一大亮点。今之学者对此也多有讨论,认为英雄“以社会进步为己任”“以超乎常人的胆量和勇

气,承担起艰巨的、首创的、独特任务时所体验的勇于献身的心理状态及其外在表现”[28];“以能

够拨乱反正、拯世救民而成为被普遍崇尚的人格形象”[29]。总约其义,起于汉魏六朝的“英雄”当

有如下特征:一是起于乱世之中,二是或有文武之力,三是怀有恢复社会秩序的抱负,上述三者共

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的内涵。

二是“英雄”文化生成有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英雄文化生成于汉魏,是当时社会动荡、政治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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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圣贤文化受到质疑的背景下的历史产物。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使得政教合一

的王霸思想代替了帝道、王道理念,“天人合一”学说赋予圣贤文化以至高特权,将在野士人排斥

在国家治理体系之外。《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公开宣称:“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

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

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30]“圣人”在现实中绝对化而成了皇帝的专称,“圣贤”情结在意识形态

中具体化为“道”。这一文化建构的根本性变化,改变了圣贤的文化属性,士人们迫切要求打破枷

锁。东汉班彪等人构建的“二元权力结构体系”,将“英雄”纳入其中,成为居于君主、帝王等“有类

圣贤”者之下但又可能随时颠覆政权的重要力量[31]。这证明“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生成则恰

在‘圣贤’概念生成之后,并与‘圣贤’概念趋于衰微密切相关”[32]。

其三,社会结构的固化,势必引起重组力量的产生。皇帝既然特定为“圣”,作为对应范畴,选
“贤”成为治国之要。汉廷实行察举荐官制度,将人才选拔权力交由地方各级官吏掌握,这直接导

致利益阶层对这一特权的把控。特别是到了东汉中后期,任人唯亲弊端暴露无遗,以至于“举秀

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33]的怪现象比比皆是,“累世公卿”“累世经学”奇景成为常态。其

结果就是堵塞了士人仕进通道,阻碍了文化健康发展,这也为“英雄”的产生培育了土壤。

其四,文化发展的内动力开始发力,应世产生了创新的冲动。从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看,不断

进步是其存在的意义所在,不断寻找突破是其天然的本能。圣贤文化的权威性与等级性,一方面

保证了正统文化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却桎梏了文化的灵活性与应世解惑能力。由于一系列社会

问题导致思想的壅塞,“圣贤”情结无所依凭,对现实问题无能为力,这也为英雄文化的崛起提供

了契机。

深入分析圣贤与英雄文化产生、发展、流变的轨迹可知,圣贤文化起、盛于王权巩固时代因而

带有强烈的权威意识,英雄文化起、兴于社会危机之中因而带有鲜明的实用特点;圣贤情结见诸

道德层面的榜样建树与人格感召,英雄精神体现在社会问题的实际解决与纾救时难;前者在朝而

意在治世,后者在野而意在救世。二者产生的背景不同,发展的依凭不同,导致不同的话语体系

和评判标准。如果说圣贤俯视以简拔人物,那么英雄则仰视以隆举人才,立足点和出发点的不同

造成了二者方式和目的之根本差异。圣贤是国家治理的主体,被有国者有意塑造为道德化身;英

雄本指士人阶层中的优秀人物,以成就王霸事业为志,因其无关乎道德而仅关乎气质,本身带有

明显的局限性,故被汉魏以至南北朝官史所限定,用以专指成事之君王。但在民间话语体系之

中,因英雄起于草莽的特性而为大众所接受,其力挽狂澜的品质、视死如归的气度、救世济时的能

力,成为一种优秀的文化精神而得以传承。

三、从各行其道到互为模范:圣贤与英雄的文化融通

圣贤情结与英雄精神的社会基础不同,观念有别,必然导致二者文化地位存在差异,并出现

结构性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英雄概念虽出现较晚,但很快为主流文化所接受,其地位虽逊于圣

贤,但也顺利实现了与圣贤的融通。

(一)圣贤、英雄文化互相借鉴促进二者融通

从传世文献看,“英雄”概念虽在西汉末年即已出现,但在史书中全无踪迹,直到《汉书》才有

记载。到了三国,“英雄”一词在史书中频繁使用,内涵不断向“圣贤”靠拢。到了南朝,“英雄”一

词成为“圣主”的代称。这说明主流文化对“英雄”概念的态度,是随着其文化影响力扩大而逐渐

改变的。

从文化进步角度看,源起于上古的人物品格褒词,多有浓重的神灵崇拜色彩与图腾意识,由

91



此形成的文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圣贤崇拜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外化为刚性的制度,形成礼制系

统与文化规范,以王权为中心对所有人物进行等级区别与身份认证,其权威不容置疑,这就意味

着英雄自其诞生始,要想在这一系统中求得生存,就势必接受礼德思想的约束与改造。然而,英

雄作为救世济时的人物,其文化本质便是对举贤制度的否定,其对法统的反抗、对血统否定的努

力与超越礼法的鲜明政治倾向,极大地撼动了圣贤文化。然而,这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未

使二者陷入严重的对立,相反,二者在礼德旗帜下实现了各自的调整与沟通。圣贤文化迫于士人

对自身僵化的不满,故而不得不“开东阁,延英雄”[34]1330,将英雄救世品质移植到圣贤身上,甚至

逐渐用英雄指代圣贤,如《三国志》中诸葛亮指出“总揽英雄,思贤如渴”[35]913,将“贤”与“英雄”等

同起来。《北史·卢诞传》称文伟“早有志尚,间关夷险之际,终遇英雄之主”[36]1110,把“英雄”作为

“君主”的新的范型。同时,英雄也以圣贤为坐标,开始向其品德标准积极靠拢,逐渐消除自身的

草莽意蕴。如《宋书·刘景素传》:“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轨,振逸世之奇声,何至仍衰世之异议,以

掩贤人之名哉。”[37]表明彼时英雄已具有高尚的行为规范。于是,圣贤减少了神秘性,凸显出现

实意旨;英雄汲取圣贤规矩意识,弥补了自身理性缺陷,二者在融通中获得永恒。这一现象的产

生,从根本上说,是人们对理想人格精神认识不断进步的结果。

(二)历史与文学书写促进了圣贤、英雄的融通

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时段的磨合,到隋唐时代,接纳英雄的圣贤文化愈发重视社会影响力与实

际效果,这一时期官修史志开启了述圣贤与述英雄并重的模式,将具有圣贤与英雄品质作为裁量

文苑、节烈、儒林人物的标准。文学在实现更广泛的英雄传播的同时,也不时对标圣贤以实现英

雄地位的升格。

随着时代的发展,英雄文化逐渐向更广阔的领域扩展,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这在文学

作品中尤其突出,特别是唐传奇聂隐娘、红拂女、虬髯客形象的出现,标志着旧有的门第观念被打

破。此风一开,迅即得到俗文学呼应,说话、俗讲、变文、唱赚、戏曲等进一步助澜,“文学英雄”势

不可挡,至《大宋宣和遗事》开篇“得失事常贫也乐,无忧。运去英雄不自由”[38]的告白及市井英

雄正式登上文学舞台,“文学英雄”基本完成了世俗化进程。从汉魏诗文的世族英雄到唐传奇的

侠义英雄,再到宋代小说的市井英雄,英雄形象越来越丰满,英雄文化重心越来越下移,彻底消除

了门阀观念在英雄形象上的印记,各类走夫贩卒、屠狗引车之辈皆得为英雄,英雄文化获得了广

泛的群众基础。

圣贤文化在这一时期,紧跟英雄文化步伐,努力回归“圣贤”本初之义,着力于有“贤”之“才”

的挖掘,着重儒之“术”的发挥,不断寻找与社会的结合点,特别是其借助旌表文化、宗祠文化的优

势而将“圣贤”泛化,首先是皇亲国戚、僧道术士等皆可称“圣”,再进一步延及民间长于一“术”之

医、书、茶、诗、画者等也可为“圣”,并不拘执于是否真正兼有道德、智慧特质及“治天下”的能力。

可以说,随着文学的发展与文史界限的清晰,圣贤、英雄在不同领域获得发展。新锐的英雄自其

概念新出,因无血统、道统的羁绊,且摆脱了门阀品第的束缚,能够对社会各阶层人物进行书写覆

盖,其专注时事的评价方式,得以打破上古圣贤思想的束缚,毫无阻滞地在官方圣贤话语体系之

外创立起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并逐渐为主流文化所接受。由此,圣贤开启了与英雄的对话模式。

(三)官方与民众的认可使圣贤、英雄地位趋同

圣贤与英雄基于家国理想,在建构文化规范方面作出了各自的努力。文化发展需要制度的

保障,需要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维系。《白虎通义·封公侯》提出,“圣人虽有万人之德,必须俊

贤。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顺天成其道”[39],将圣贤与道德规范融为一体。崇圣重

贤是历代统治者的不二选择,而贯彻观念的有效方法,就是旌表制度的完善与推行,所谓“旌别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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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40]。圣贤文化因恃有法统

力量的护佑,从封赠到祠祭、从谥法到建旌,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催生了祠庙、牌坊、碑石、匾

额及画赞类文化的繁盛。这种努力在魏晋时期达到高峰,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改谥宣

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41],“孔圣人”地位得到官方正式认证。同时也是在这一时期,英雄文

化异军突起,其文化影响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在此影响下,圣贤文化重心下移,被朝廷正式认

证的圣贤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庞大的谱系,尊尊、亲亲、道统、血统观念开始淡化。相较而言,英

雄文化本来不重视等级观念,侧重人物才智优异,但其固有的家国情怀使其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向

理想人格看齐。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英雄”之称并未得到官方封谥,也不见于旌表制度。从严

格意义上说,文学对英雄的评定,完全是一种民间行为,这既是对官方旌表制度的模仿,更是崇圣

情结的文化表达,其本质是一种文化私谥。其不愿坚执官方所谓正统性和纯洁性,而是更加注重

实际的示范意义展示,使其能感召人心、慰藉心灵,更契合大众心目中的圣贤情结。后世不少文

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获得齐圣地位、得进祠庙就是例证。

(四)圣贤、英雄文化融通推进传统道德体系建设

圣贤与英雄二者相向而行,彼此浸润,不断丰富理想人格的内容,共同推进传统道德体系的

建设。从上古至南朝,“圣”“贤”“英”“雄”不断丰富着各自的属词群,不断吸收其他褒词所具有的

优秀品格。如“英雄”属词,自东汉以降,便以“英霸”“雄霸”二词为领,形成了“英贤”“英乂”“英

奇”“清英”“英跱”“英名”“英豪”“英桀”“英才”“英气”“英人”“英灵”“英异”“英茂”等,及“雄俊”

“豪雄”“雄气”“雄毅”“雄率”“雄略”“雄志”“雄才”“雄壮”“士雄”“人雄”“雄烈”“雄哲”“骁雄”“群

雄”“雄夫”“髃雄”“雄杰”“雄姿”“雄儿”“奸雄”“枭雄”“骁雄”等。这些词汇与圣贤属词皆包含着

复杂的道德评价意蕴与侧重点不同的评价标准,在文化内动力的驱策下,不断调整自我认知,明

晰各自属性,进而建构起完善的理想人格评价体系,使得理想人格内涵不断升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东汉开始,“圣贤”与“英雄”就迈出了相互融通的步伐,二者努力从对

方的文化基因中汲取精华,不断扩大自己的文化内涵与思想境界,组成了“贤英”“英贤”“圣雄”等

新词。如《汉书·爰盎传》称“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尝不称善。何也? 欲以致天下贤英士

大夫,日闻所不闻,以益圣”[21]2272。《后汉书·马严传》称马严“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遂交结英贤,京师大人咸器异之”[34]858。当时还出现了“圣雄”一词,最早见于佛经,这也与当时圣

贤的泛化有关。如《般泥洹经》卷下云:“闻佛众止此灭度,是释圣雄。”[42]《大唐卫州新乡县临清

驿长孙氏(璧)石像之碑》中有“代应贤劫,成芥子而满由旬;时现圣雄,喻昙花而实希有”[43]。上

述“圣雄”皆指佛。也有以“圣雄”指称豪杰的,如《开元占经·王良星占三十》引《河图》曰:“王良

策马,此皆兵候,圣雄并起,期不出九年,天下之兵扰。”[44]但这一内涵并未流行开来。今人以“圣

雄”称甘地,仍带有宗教崇拜意蕴。

至若“圣贤”与“英雄”为时代文化并重并举,则较晚出现,明人陆绍珩提出“圣贤为骨,英雄为

胆”[45],清人金堡则称“圣贤为体,英雄为用”[46],清人李兆洛《圣贤英雄论》直接将“英雄”等同于

“圣贤”:“英雄之名出于圣贤之外,而足与圣贤埒而其为圣贤所不忍为,不敢为者,竟公然与圣贤

为双而不自知。”[47]这些观点大大超越前代,至晚清康有为托古改制,更进一步颠覆了传统对圣

贤的定义,而同时的梁启超则认为英雄超越圣贤。上述表明,圣贤与英雄由高下悬殊到并举再至

文化易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融通、发展过程。

随着英雄文化的流播,圣贤文化放低身段,接受并对英雄文化进行改造;英雄文化为争取更

多的话语权,也汲取了圣贤文化的思想内涵。二者的互动,使得圣贤观念不断泛化而重心下移,

英雄文化不断寻求崇高而地位隆升。二者围绕文化秩序建构、文化影响力发挥、核心价值阐释、

12



道德体系建设等方面形成合力,塑造着中国文化精神面貌,形塑着榜样建树与人物评价模式。二

者互动形成了新的文化书写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的两个鲜明标识。具有圣贤情结的

文化传统,执着但不执拗;富有英雄精神的传统文化,敢于创新但能敬仰崇高。

四、从“见贤思齐”到“崇尚英雄”: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升华与践行

理想人格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又具有极强的当下性,更强调社会实践性,这在中国

传统理想人格建构之初便受到主流文化的高度重视。如何把理想人格感召力化作社会的具体实

践,人们进行了复杂而漫长的探索。

(一)从“圣贤”到“见贤思齐”

随着思想文化不断进步,圣贤一词由偏重“圣”之神圣、崇高向着偏重“贤”之品行、能力转化,

特别是其原有的尊卑意识被逐渐摒弃,人们虽仍言“圣”但已不再以“圣”裁量时代人物,“古圣今

贤”之说得到更多认可。由此,“圣”“贤”分道扬镳,“圣”为精神偶像,“贤”为现实榜样。

综览历代对“贤”的论述,选“贤”观念多有变化。周人重视贤之德行,如《礼记·祭义》言其

“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48]。汉代强调德才并重,如高祖称“其有意称明德者”为

贤[21]71,武帝以“茂材异等”者为贤[21]197。至若汉末三国,曹操主张“唯才是举”[35]32,先后发布《求

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彻底改变了国家的伦理导向”“冲击了士人

个人的品德”[49]。晋代“怀贤尚德”“礼贤崇德”,选贤观念又回归到对德的强调。如《世说新语》

之《贤媛》一门,所述人物多重骨气、品行,更在“许允妇”条点明“百行以德为首”[27]790。南北朝延

续这种品贤观念,比如《北史》记载“贤材者”,“非尚膂力,岂系文华,唯须正身负戴。确乎不动,譬

栋之处屋,如骨之在身,所谓栋梁骨鲠之材也”[36]1420。至此,“贤”之德才双重属性基本固定下来。

唐代亦认为“贤”者是德才兼备且德重于才,如杜诗云“吾贤富才术”“贤者贵为德”[50];朝廷也承

袭汉代荐官制度,设“贤良方正”科。此后各时期亦基本如此。这表明,尽管历代选贤标准有所变

化,但其主流倾向基本都在于凸显道德与能力的双重属性。正因如此,“见贤思齐”这一包含道德

追求与才能衡量标准的观念,遂为历代所接受,贯穿于历史文化长河当中。

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强调要“坚决执行党的路线,

服从党的纪律,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为私利等等为标准”,指出这是

“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人唯贤’这个标准”[51]。这个包含崇高

理想、优秀品德并注重人民性与实践性的原则,继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又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意

义,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使得“贤”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自此,“任人唯贤”被确定下来

并写入党的文献。习近平进一步扩展了“贤”的内涵,特别强调了“贤”所具备的强大感召力和社

会实践性,在2013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

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要求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作为用人导向,将“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

态效益”等作为衡量人才的重要内容,“努力做到选贤任能”,要“寻觅人才求贤若渴”[52]。此后,

习近平又在多次讲话中提到“见贤思齐”。可以看出,习近平倡导的“贤”,正如他所概括的焦裕禄

精神二十字内涵,就是要“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53],要取得具体

实在的、不凡的工作功绩,是现实生活中具有榜样感召力的优秀者。

(二)从“英雄”到“人民英雄”

圣贤文化与英雄文化的融通,以及英雄形象的世俗化,在英雄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英雄文化与圣贤文化的换位,使得英雄形象更加清晰可爱、深入人心,成为更接近现实的理想人

格榜样。世俗化的英雄,已开始具备圣贤的道德品质和突破自我人格的影响力,能够担负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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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与社会责任。究其原因,一是英雄的基层性与亲民性,顺应了文化发展破与立的规律,他们

对抗传统、挣脱桎梏的意识,不断克服着文化的惰性,是文化发展前进的真正的内动力。二是英

雄有强烈的实践性,其关注家国天下,特别是在吸收了贤的社会情怀后,更扩展到社会现实的具

体问题,拥有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三是英雄积极向“贤”靠近,不断汲取其道德特质,充实提升

自身品质内涵,抬升了榜样的高度。四是英雄文化通过世俗文化与大众对接,深入社会生活方方

面面,为人民英雄概念的出现奠定了文化和社会基础。在文学内动力的强大驱动下,在社会实践

力的坚实推动下,汲取圣贤道德垂范特质的世俗化英雄,跃上文化影响力的高位。

英雄观“承载了对理想人格的期待,是人们的偶像和榜样,同时又是探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走向的重要参照”[54]。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赋予英雄文化新的历史使命,“人民英雄”概念就会

呼之欲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毛泽东于1941年首次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55]。这一论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解放区人民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使得英雄这个古老词汇有了本质

上的升华。毛泽东的观点迅速为时代的先进文化所接受,为根据地人民所践行。比如在抗日战

争相持阶段,沁源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使沁源“成了敌寇坚甲

利兵所攻不下的堡垒”[56]。尽管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始终无一人屈服,1943年毛泽东称赞沁

源人民为“英雄的人民”[57]。同年,《苏联文艺》第5期刊载谢尔盖叶夫·青斯基的文章,文记译

为《俄罗斯人民的英雄史迹:人民英雄》,以“人民英雄”指称保卫祖国的俄罗斯人民[58]。立于同

年7月7日的“安泽县第三四七区抗日军政民死难烈士纪念碑”,亦有“人民英雄”称号,碑文赞颂

烈士们“唤起了人民的自我觉醒”,其“宿志将由中国人民承担起来”[59]。这是当前可考文献中

“人民英雄”一词的最早两则出处,皆诞生于反侵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表明“英雄”不再是特殊群

体的称号,广大的人民群众皆可成为英雄。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人民英雄”不断涌现,“英雄”形象愈加突出,真正

诠释了“英雄”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真谛。牺牲于东征战役的刘志丹,以“生而益民,死而谢

民”[60]为人生理想,在他死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的英

雄”。“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赵一曼、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东北抗联第一人杨靖宇,用生命不断书

写了新的中国英雄史诗。将国家民族系于一身的佟麟阁面对国家多难,高呼“军人当马革裹尸,

以死报国”。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张自忠发出“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

改变”的告白。赤手空拳、单臂夺枪的战斗模范刘奎基,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的刘洪斌,抗美援朝

战争中坚守阵地的杨根思等,皆被授予“人民英雄”称号。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为了

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奉献牺牲,他们的功绩永垂史册,彪炳千秋。

在这一时期,“人民英雄”一词频见于纪念碑文中,作为对死难烈士的颂扬与铭记,凸显了烈

士们勇于牺牲的高尚品格,昭示了“英雄”的“人民性”。1946年周恩来在悼念“四八”烈士题词中

写道“人民英雄,永垂不朽”[61]。刻于1947年的“翼城县民主第四区民兵保田英雄纪念碑”写道,

历史上的英雄多是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反人民的。只有到了人民的世

纪,才出显了真正的人民英雄”,突出了“英雄”的人民性,强调真正的英雄是“始终为人民群众谋

利益的,普通的、平凡的、本色的”[62]。勒石于1951年的“小平村三烈士碑记”和“抗美援朝殉难

烈士纪念碑”分别记述了放羊娃出身的石和荣、陵川县台北村民侯生喜等同志,为保家卫国参加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献出了年轻生命,碑文称赞他们“英勇奋斗,功绩卓著”,称

他们为“人民英雄、军人模范”[63]。修建于1953年的兖州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塔”,碑文刻有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1958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碑心正面镌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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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英雄永垂不朽”。“人民英雄”成为烈士纪念碑的常见碑文,凡为了“人民的利益”“奋不顾身”而

英勇牺牲的烈士,皆可称为“人民英雄”[64]。其他如太行英雄“赵亨德烈士碑”,南麻烈士陵园“何

万祥纪念碑”,西河底大队烈士碑志,以及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六位烈士而立

的“千家店革命烈士碑”等,碑身皆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65]题字。始建于1950年、迁建于1969
年的“云县征粮剿匪烈士纪念碑”亦刻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等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同一时期的纪念碑文中还出现了“巾帼英雄”“投弹英雄”“模范英雄”“民兵英

雄”“劳动英雄”等多种不同称谓,如勒石于1940年的“武云英殉国纪念碑”记载朔平区妇女救国

会秘书武云英投身抗日、壮烈殉国的英勇事迹,碑首刻“巾帼英雄”;立于1948年的“光荣烈士纪

念碑志”碑阴记载石拴喜为“全国投弹英雄”;勒石于1950年的“新修纪念战亡烈士碑记”记录参

加革命、为民牺牲的王年所与苏富孩二同志为“杀敌英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立于1958年的

“钢铁公路褒扬碑”称赞修凿铁路的吕梁人民为“英雄人民”,将集中于英雄的“牺牲”意蕴拓展到

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突出事迹,表明“英雄”已成为一种从平凡中涌现出来的伟大精神,已成为深

受大众崇敬的理想人格化身,更表明“英雄”的外延在广大群众的奉献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扩展。

这些英雄事迹与品格,框定了“人民英雄”的基本内涵。

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予艾热提·马木提、申亮亮、麦贤得、张超“人民英雄”荣誉

称号的决定,从国家层面以法定形式,肯定了他们为人民利益、国家安全、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贡

献;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十三号主席令,授予扎根医疗一线的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三人

“人民英雄”称号,表彰他们在抗击疫情斗争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弘扬他们忠诚、担当、奉献的崇高

品质,“‘人民英雄’不仅作为国家话语,也作为至为崇高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最高层面获得正式确

立”[66]。新时代的“人民英雄”再次证明,“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英

雄可以是奋战在各行各业的每一位凡人。

“人民英雄”这一概念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继承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同时,又彻

底挣脱了传统文化强加在“英雄”身上的等级枷锁,改变了其社会属性的局限,注入了全新的内

涵,从而成为感动时代、驱动文化、振奋人心的一个象征。这一观念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崇尚斗争

精神,注重社会实践,代表了生产力的前进方向,得到了时代先进文化的认同,从而“促使传统文

化焕发新的生命力”[67]。与传统英雄观相比,“人民英雄”从根本上改变了“英雄”的基本属性,冲

破了传统文化中“圣贤”“英雄”的局限性,汰斥了血统与道统等尊卑、门第落后意识,将“人民”与
“英雄”结合在一起,赋予“英雄”新的时代内涵,其以大众性、时代性、实践性、斗争性、精神感召

性,重构了“英雄”核心内容,使得“英雄”成为更贴近现实、契合广大人民群众文化心理、激励国人

奋发向上的理想人格榜样。

学习英雄成为新时代文化潮流,直接推动了新时代英雄文化的升华。2016年5月18日,习

近平在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的指示中,首次将“见贤思齐”与“崇尚英雄”结合起来[68]。

这将传统圣贤英雄文化与当代人民至上思想统一起来,于衡量标准中更突出了“功绩导向”,更明

确其引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见贤思齐”,学习的对象“包括航天英雄、奥运冠军、大科学家、劳

动模范、青年志愿者,还有那些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好人,等

等”[69]。“见贤思齐”就是对当代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总结,就是“学习英雄”的具体表现,“贤”与“英

雄”的实践性使得二者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贤”即“英雄”,“英雄”即“贤才”。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这是“对个人和集体之关系、平凡和崇高之关系的全新辩证

认识,是英雄文化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70],“见贤思齐,崇尚英雄”是学习英雄、奉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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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人民实实在在的准则,是真正弘扬英雄文化的正确路径。可以说,当代英雄精神的生成,是
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新时代英雄观的推动下,“社

会多方力量自发参与”英雄主义的建构[71],“英雄类型与时俱进,平凡英雄成为主流”[72]。特别是

近年来抗洪、抗震、脱贫等英雄群体,是一个个工作奋斗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他们以自己生动

的实践一再证明,中国英雄以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为基础,在继承历史宏大叙事传统、传承

民族特有精神品格、书写时代壮丽画卷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民主体的普遍性意义”[11],其所寄予

的高贵品质和精神,“是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鲜活载体”[73],不断“推动社会历史

前进”[74];其所彰显的道德标榜和内涵,不仅能有效纠正对中国英雄认识的偏差,有力驳斥“诋毁

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逆流,更能为拯救现代性危机提供重要的中国方案。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圣贤”与“英雄”作为中国文化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品格褒词,代表着理想人格的

精神感召,体现着改造社会的能力。圣贤情结与英雄精神本质上是正统文化与士人文化、大众文

化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后的产物,表达着传统的治国理念和文化建构思想。二者均以家国同构为

理想,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哲学、文化的前进与发展进行不断的思考与探索,其植根于中华文

化,强调道德内涵,主张独立人格,维护人性尊严,注重能力提升,共同为民族精神的形成作出巨

大贡献。二者的互动,促使圣贤走下神坛,英雄深入民众,推动文化理性替代了盲目的宗教情绪,

使得偶像崇拜意识转化为高尚的道德认知,而新时代英雄观念的产生,更使英雄文化及圣贤文化

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升华,其“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的品质,成为了民族奋

发向上的人格榜样,其“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75]的行为实

践,成为引领人心、激励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深入解读英雄精神的当下性,充分发掘传统理想

人格的教育意义,“英雄行为彰显与传递崇高精神和正确价值观,能够在人民中产生示范带动效

果,使之产生‘见贤思齐’的钦慕心理,从而主动在思想、行动上与之看齐”[76],这既是弘扬圣贤文

化、“传承英雄精神的关键点”[77],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78],既有助于促进“社会主流

价值的表达和凝练”[79],亦“对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具有重要作用”[80]。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2]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 在知行合一中

主动担当作为[N].人民日报,2019-03-02(1).

[3] 邱紫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之一:儒家的理想人格[J].今古文创,2020(1):5-10.

[4] 朱义禄.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中国理想人格探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36-77.

[5] 李祥俊.从内圣外王看儒家理想人格的两种类型及其衍变[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1):75-86.

[6] 黄世贤.中西传统文化中理想人格之比较[J].求实,1989(2):46-48.

[7] 周波.中西人格思想的美学特质比较[J].山东社会科学,2016(7):82-91.

[8] 朱义禄.传统人格的近代裂变[J].学习与探索,1992(4):4-12.

[9] 魏义霞.从梁启超的君子观看中国理想人格的嬗变[J].学术界,2020(12):25-31.

[10] 尚九玉.论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人格及其现代价值[J].社会科学辑刊,1999(2):43-48.

[11] 丁燃,王丽霞.中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革命意志内涵与人民主体向度[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28-38.

[12] 倪素香,刘京京.论中国精神的价值之维及其现代意义[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5):1-9.

[13] 孤桐.圣贤与英雄异同论[N].甲寅周刊,1926(26):1-5.

[14] 贺麟.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J].战国策,1941(17):2-10.

52



[15] 赵林.历史中的圣贤与英雄[J].江汉论坛,1996(12):29-33.

[16] 金荣权.儒、墨造“圣”运动与神话英雄向文化圣贤的历史转变[J].贵州社会科学,2007(7):121-124.

[17] 沈立文.试析中西文学作品中的圣贤与豪侠[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2):46-49.

[18] 朱汉民.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J].原道,2015(1):268-284.

[19] 任静伟,刘莉.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在时代新人培育中的效用及路径[J].宜春学院学报,2022(5):10-15.

[20] 周易正义[M]. 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125.

[2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3]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 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81.

[24] 刘志伟.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起源[J].中州学刊,2012(2):184-188.

[25]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163.

[26]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7.

[27] 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M]. 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

[28] 路文忠.革命英雄主义的传承及其时代培育[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5.

[29] 刘志伟.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03.

[30] 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120.

[31] 叶翔宇.中国古代英雄观的发生学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22:139.

[32] 刘志伟.“英雄”与魏晋文化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2:24.

[33] 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G].北京:中华书局,1959:102.

[34]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5]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6]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7]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67.

[38] 唐圭璋.宋词纪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8:91.

[39] 班固.白虎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2:290.

[40] 王若虚.尚书义粹[M]//王若虚集:附录二.北京:中华书局,2017:783.

[41]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9.

[42] 蒋冀骋.敦煌文献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2.

[43]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7辑[G].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234.

[44] 瞿昙悉达.开元占经:下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635.

[45] 陆绍珩.小窗幽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186.

[46] 金堡.遍行堂续集:卷二[M].刻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740(清乾隆五年).

[47] 李兆洛.养一斋集:卷十二[M].刻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821—1850(清道光年间).

[48] 礼记正义[M]. 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3472.

[49] 樊智宁.建安士人德才观嬗变的逻辑进程———以曹操“求贤令”为视角[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95-

101.

[50]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1880,1157.

[5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44.

[52]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 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N].人民日报,2013-06-30(1).

[53] 习近平在河南调研时强调 扎实搞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为做好“三保”工作提供强大动力[N].人民日报,2009-04-04(4).

[54] 周晨.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现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探索,2020(3):179-192.

[5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0.

[56] 向沁源军民致敬[N].解放日报,1944-01-17(1).

[57] 刘泽民,李玉明.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沁源县卷[G].杜天云,分册主编.太原:三晋出版社,2011:360.

[58] 谢尔盖叶夫·青斯基.俄罗斯人民的英勇史迹:人民英雄[J].文记,译.苏联文艺,1943(5):187-200.

[59] 刘泽民,李玉明.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安泽县卷[G].高剑峰,分册主编.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203.

[60] 《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刘志丹纪念文集 纪念刘志丹诞辰一百周年1903—2003[G].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483.

[61] 史建春.三晋石刻大全:吕梁市兴县卷[G].太原:三晋出版社,2017:155.

[62] 李建党,李玉明.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翼城县卷[G].李建党,分册主编.太原:三晋出版社,2020:917.

62



[63] 刘泽民,李玉明.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陵川县卷[G].王立新,分册主编.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421,426.

[64] 李玉明,王雅安.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壶关县卷[G].张平和,分册主编.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377.

[65] 李铭魁. 平定碑刻文选[G]//平定文史资料:第1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01:74.

[66] 韩云波.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英雄制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J].探索,2021(3):166-178.

[67] 冉雪.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的学术建构———基于CSSCI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14-

127.

[68] 习近平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发挥功勋荣誉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 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

争做先锋[N].人民日报,2016-05-19(1).

[69] 习近平.从小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4-05-31(2).

[70] 韩云波,叶翔宇.论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的五个面向[J].重庆社会科学,2020(10):122-140.

[71] 韩云波,张梦楠,熊敏.论新时代以来“英雄主义”内涵的创新性发展与升华[J].重庆社会科学,2022(5):17-34.

[72] 韩云波,熊敏,张梦楠.新时代青年英雄观的内涵因子分析:一项基于新征程语境的实证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97-113.

[73] 蔡小菊.英雄精神: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载体[J].学习论坛,2022(4):25-31.

[74] 侯婷婷.英雄精神的生成逻辑、核心内涵和价值意蕴[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21(3):74-78.

[75] 习近平.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6-30(2).

[76] 张子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观培育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

109-119.

[77] 曾杰.新时代传承英雄精神略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12):16-18.

[78] 于安龙.新时代培育和弘扬英雄文化论析[J].理论导刊,2022(6):116-121.

[79] 黄倩倩.弘扬英雄模范精神与主流价值观培育[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19):30-32.

[80] 庄勤早,李永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新时代英雄文化培育[J].民族学刊,2022(8):24-31.

SageComplexandHeroicSpirit:TwoDimensionsofChineseTraditionalIdealPersonality

LIXiaobai
(KeyResearchInstituteofYellowRiverCivilization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HenanUniversity)

Abstract:Theexcellent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istherootandsouloftheChinesenation,aswellasthespiritualfer-
tilesoilofthetraditionalidealpersonality.Assymbolsoftraditionalidealpersonality,“sages”and“heroes”,capture
theessenceofmainstreamChinesethought,deeplyembodythecharacteristicsofhistoricaldevelopment,andcontinu-
ouslycreatethebrillianceofnationalspirit.Theoriginal“sages”wereamixedproductofdivineandroyalpower,ex-
pressingthepoliticalidealsofthecountryduringtheconstructionofancientculture,theywerepasseddowntolater
generationsandevolvedintoanationalculturalcomplex.Asapersonalcommendation,“hero”isanideologicalinnova-
tionaftertheformationoftheunifiedcultureoftheHanDynasty,expressingthedesireofthetimestobreakthrough
theconceptofdominantfamily.Sagesrelyonthepoweroflegalsystemtoemphasizemoralinspiration;Heroeshavefolk
characteristicsandareintendedforrescueintimesofdanger.Sagecultureandherocultureexpoundtheiridealcognition
ofsocietyandlifethroughdifferentperspectives,formingdifferentdiscoursesystems.Theyareactivelyintegrated,pro-
motingtherationalsublimationofcivilization.Especiallywiththereturnoftheoriginalmeaningofthesagecultureand
thehighlightingofthepeople-orientedspiritofheroculture,theidealpersonalitynotonlyinheritstraditionbutalso
paysmoreattentiontopracticality,becomingaforceinthenationalspiritthatguidespeople􀆳shearts,cultivatesspirit,
elevatesrealm,andmotivatesprogress.Deeplyexploringtheculturalheritageofthesagescomplexandheroicspirit,
analyzingthecreativetransformationandinnovativedevelopmentoftraditionalidealpersonalityconnotations,canhelp
clarifythehistoricalcontextoftheinheritanceofexcellenttraditionalChineseculturalspirit,andalsoprovidethecul-
turalreferenceanddrivingforceforthecurrent“emulatingthewise,advocatingheroes,andstrivingtobepioneers”.
Keywords:SageComplex;HeroicSpirit;People􀆳sHero;IdealPersonality;emulatethosebetterthanone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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